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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认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南海《更路簿》

王利兵１

（１．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南海《更路簿》是历史上海南渔民长期海洋实践的产物，属于渔民的集体记忆，具有文化

整体性的特征。 南海《更路簿》在经历了一系列遗产技术的改造以后，逐渐变成一种主张国家

海洋历史性权利的社会记忆和认同政治的符号象征。 伴随渔民群体自身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形

态变迁，《更路簿》所承载的海洋情怀、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面临消失的危险。 《更路簿》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应在于遗产持有者群体的历史记忆与遗产认同。 《更路

簿》的保护传承工作应充分发挥渔民的主体性，为渔民重建一个包含多元表述的记忆社区，赋
予渔民集体记忆更加鲜活的生命力，让渔民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和海洋实践中自觉传承《更路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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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同年中国成立非物质文化保护小组和专家委员

会，开展保护工程试点工作，并组织各种形式的

培训班。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保护工作作出

部署，同时布置申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

家名录。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国务院又

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先后批准公

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合计 １ ３７２ 项（不含扩

展名录），其中涉及海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

２７ 项，约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数的

２％，这一比例与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１．８ 万多千

米海岸线和 ３００ 多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的海洋

大国的现实显然是不相符的。 相比其他非物质

文化遗产而言，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

境更加脆弱，尤其是在沿海社会快速变迁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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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速度加快，因此

加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迫在

眉睫。
从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关于海洋遗产

的研究多集中在海洋文化遗产和水下文化遗产

方面，有关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还

较少。 笔者通过检索，发现国内题名中含有“海
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仅有 ３０ 多篇，内容

主要集中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与

保护方面，由此可见从经验和理论层面研究海

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任重道远。 有鉴于

此，本文从实地田野调查出发，以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为例，同时

结合遗产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分析探讨海洋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相关问题。 本文的

分析突出一种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将海洋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置于一个共时与历时

相互交织的脉络中，认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与传承的核心应在于遗产持有者群体的历史

记忆与遗产认同，主张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的主体应从政府转向民间，强调地方社区

生活的日常实践优于抢救记录与展演。

二、历史记忆的展示：《更路簿》
的遗产化与国家化

　 　 遗产是一种历史记忆。 很多时候，关于历

史和传统的记忆在几乎快要被人们遗忘之际，
诸如博物馆、仪式展演等遗产技术又会重新将

这些历史和传统呈现在人们面前，再次激活人

们的记忆。 然而，以遗产和博物馆等形式展现

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和传统与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和传统其实并不一样，前者是政府主导下的历

史记忆，后者只是个体和社区层面的历史记忆。
在现实生活中，历史记忆经常会成为国家主义

和民族主义建构的原材料，可是也并非所有的

历史记忆都会成为建构认同的基础，因此国家

或政府会透过自己的遗忘与选择来改造文化遗

产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使之适合于现在的需要，
这一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

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本文中，笔者将借助国家

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航道更路经”这一

典型案例，同时结合记忆与认同的相关知识，来
探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化及其保护传

承的相关问题。
２．１　 作为历史记忆的《更路簿》

南海航道更路经，又被称作更路簿、水路

簿、南海更路簿等（下文统一称作《更路簿》），
它是风帆时代海南东部沿海渔民在航行南海过

程中根据经验记录而成的一种航海指南书，是
海南渔民航行南海的“秘本”。 《更路簿》分为

口传和手抄本两种，其内容主要为历史上海南

渔民从潭门港、清澜港等海南岛东部港口出发

前往南海诸岛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航海针位和更

数（即航向和航程）。 《更路簿》并非是由某一

位渔民记录传抄而成，它是海南渔民在长期的

海洋实践中集体创作的产物，属于海南渔民的

集体记忆。 作为昔日渔民航行南海的指南，《更
路簿》虽然在今天已然被科学导航系统所取代，
但是《更路簿》中记录的地名和航路依然为渔民

使用和遵循，《更路簿》蕴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

意义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更路簿》记录的内容主要为渔民航行南海

的航路，包括航行的起始港口、航行的针位和航

行的距离，其中主要以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

航行线路为主，部分版本中还记录有海南岛周

边海域的航行线路以及渔民从南沙群岛去往越

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航行线

路。 《更路簿》是风帆时代海南渔民远海航行作

业的集体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渔民海洋知识

和地方文化的充分体现。 以《更路簿》中记录的

地名为例，《更路簿》所记录地名基本上都是海

南渔民的方言俗称，具有浓厚的渔民文化色彩。
在《更路簿》中，渔民对于南海岛礁的命名大致

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名字中带有“峙”、“峙仔”、
“沙仔”等字样，表示岛屿和沙洲，如三峙（南

岛）、白峙仔（盘石屿）、奈罗沙仔（奈罗沙洲）
等；第二类是用“线”、“线排”、“廊”表示暗礁或

暗沙，如铁线（铁线礁）、沙排（曾母暗沙）、北边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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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渔民航海所用《更路簿》与水路图（拍摄人：王利兵）

廊（北边廊）等；第三类是用“圈”、“筐”表示环

形礁盘，如大圈（华光礁）、深圈（榆亚暗沙）等。
除此之外，渔民还会参照岛礁的外貌形状以及

位置方向等特点进行命名，如猫注（永兴岛）是
因为永兴岛的形状类似猫蹲着的样子，双帆（高
尖石）是因为高尖石远望像两片船帆，双挑（信
义礁）是因为信义礁形状像两条长长的扁担，等
等①。 这些形象生动且易于记忆和使用的渔民

俗称是海南渔民在长期航海生产实践中经验的

积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因此在中国官方对

西南沙岛礁的命名中依然保留了许多渔民俗

称，这是对渔民历史记忆和传统的一份保存和

尊重。
对于渔民而言，《更路簿》中记录的地点不

仅是一个物理性的空间，其中还包含有社会关

系、资源、经济、象征等多层含义。 笔者在海南

潭门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时，就经常会遇到这样

场景：一些老渔民在向笔者介绍《更路簿》上的

岛礁位置时，总是会不经意回忆起过去自己在

岛礁上生产生活的故事和经历，比如在西沙永

兴岛（猫注）扳甲鳖（抓海龟的渔民俗称）的经

历、在南沙太平岛（黄山马）祭拜海神兄弟公的

经过、在南沙双子群礁（双峙）抗击台风和解救

越南渔民的故事以及在南沙中业岛（铁峙）遭遇

菲律宾海盗袭击的始末，等等。 不过，这些包含

着生产、宗教、历史等多重记忆和含义的地点和

场所在民族国家主导海洋的当下已经发生很大

改变，昔日作为渔民生产生活的岛礁现在已然

成为民族国家争夺的对象，被视为民族国家海

权的一种象征，历史所赋予给这些岛屿的传统

含义和文化要素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渐趋消失。
除了上述岛礁地点具有多重含义之外，《更

路簿》中记录的航线同样承载着渔民耕海作业

的集体记忆。 比如，通过分析苏德柳本《更路

簿》②“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部分记录的各条

更路，可以明显发现渔民在南沙开展生产作业

的线路大致可以分为三条，即东头线、西头线和

南头线。 渔民在南沙群岛开展生产的方式一般

是，在船队抵达南沙双子群礁之后，由“头家”选
定一条作业线路，然后船队就会沿着这条线路

逐个岛礁地开展生产与前行。 渔民对每条作业

线路都烂熟于心，清楚知道不同线路上的海产

资源分布以及季风洋流情况，其中部分更路还

是海南渔民前往东南亚国家开展贸易互动的重

要通道和线路。 如苏德柳本《更路簿》 “立北海

各线更路相对”部分中就记录了 ６ 条从南沙岛

礁航行至东南亚的更路，依次为“自乙辛回安南

山（今越南中部沿海）用巳亥廿余更”、“乙辛与

罗汉弯头（今越南宁顺省噶那角）乾巽相对二十

２５

①

②

王利兵：“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

簿》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１ 页。
关于苏德柳本《更路簿》的内容，可参见王利兵：“南海航

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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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自墨瓜线去浮罗丑未用寅申加二线坤

二十五更”、“自墨瓜线去宏武銮用甲庚二十五

更”、“往浮罗唎郁用甲卯二十五更”、“自丹节

去浮罗唎郁用甲庚加一线寅申三十二更”，这说

明风帆时代海南渔民与东南亚之间曾一直保持

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图 ２　 苏德柳本《更路簿》（拍摄人：王利兵）

众所周知，渔业是一个技术性和经验性非

常高的行业。 在风帆时代，海上航行的向导主

要依靠经验，每一位出海作业的渔民都需要掌

握很多的海洋知识，包括测水流、看风向、观天

气等，一些渔民甚至将其编写成口诀加以记忆

和传承。 比如，辨识水流方向的口诀：“如船外

罗东过，看水醒三日，且看风面，船身不可贪东。
前此舟近西，不可贪西。 海水澄清，并有朽木漂

流，浅成挑，如见飞鸟方正路。”又比如，观察天

气变化的口诀：“无雷海响而有恶风，太白清现

亦有恶风，海棠多湾而有恶风，鸟离领飞高有恶

风，无风浪涌而有恶风，日落天江×有恶风，内山

现×近有恶风，云飞如箭而有恶风，……”。① 此

外，海水和云朵的颜色、海鸟的飞行、海洋生物

的出没等也是渔民识别海况、安全航行的重要

参考依据。 正是在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海洋实

践与观察记录中，渔民逐渐积累和加深着对于

海洋的记忆并将其创作为《更路簿》世代传承。
然而，机械动力时代的来临以及电子信息导航

系统的普及彻底改变了渔民的传统作业惯习和

历史记忆，同时也造成南海《更路簿》集体记忆

的逐渐消退②。 风帆时代，渔民需要借助于对季

风洋流运行规律的掌握来规划安排自己的出海

作业时间，如每年农历十一月份乘着东北季风

前往西南沙群岛，而后在次年农历五六月间乘

着西南季风返航回海南岛。 进入机械动力时代

之后，尤其是电子导航系统的普及和科学天气

预报的日常化，使得年轻一代渔民不再遵照传

统节律和时间出海，《更路簿》对于年轻渔民的

重要性和作用逐渐降低。
２．２　 《更路簿》的遗产化与国家化

《更路簿》不仅是历史上海南渔民航行南海

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海的有

力证据。 １９７４ 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进

行田野调查时意外发现潭门渔民苏德柳手抄本

３５

①

②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３８２ 页。

刘玄宇、张争胜、牛姝雅：“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

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地理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２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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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簿》，《更路簿》的首次现身引起了部分学

者的关注。 １９７７ 年，以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为

首的研究团队在海南潭门等地发现多种更路

簿，后将其汇编进《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一
书中。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中国外交部在其发表

的《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

辩》一文中，明确提到《更路簿》是证明历史上中

国渔民长期在西南沙群岛海域开展生产作业活

动的有力证据。 此后，《更路簿》的重要性逐渐

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相关调查研究成果不断增

加。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笔者在海南潭门地区开展

田野调查期间也曾搜集到多份口传和手抄本

《更路簿》，这些内容大同小异的《更路簿》都是

世代潭门渔民在长期南海航行和作业过程中根

据自身经验记录而来。 根据夏代云的统计，截
至 ２０１６ 年，各界共发掘和征集《更路簿》版本 ３２
种①，这些不同版本的《更路簿》基本都是出自琼

海、文昌两地的渔民手中，成为学者研究南海历

史文化以及中国政府主张南海历史性权利的重

要材料。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由海南省文昌

市申报的“南海航道更路经”首次被批准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②，《更路簿》由此走上遗产化

的道路。 自从“南海航道更路经”成功申报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地方政府逐渐重视

对于《更路簿》的挖掘、搜集与整理，与此同时，
近些年南海问题的白热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路簿》的现实意义

与价值。 正因如此，海南省琼海市于 ２０１１ 年补

充申报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再次成功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其

实，从《更路簿》的发掘情况来看，琼海地区的

《更路簿》版本明显多于文昌地区，而且当前在

西南沙群岛海域继续生产作业的渔民也基本是

来自琼海潭门地区，这说明潭门地区很有可能

是《更路簿》最早的诞生地。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潭门镇，并登上渔船与潭

门渔民亲切交谈，这一重要事件再次肯定了潭

门渔民以及《更路簿》在维护国家南海主权上的

重要性，自此地方政府对于《更路簿》等海洋文

化遗产的抢救、搜集和保护工作开始步入一个

快车道。 从笔者对潭门地区的长期调查来看，
当前对于《更路簿》的保护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

在《更路簿》抄本以及相关资料和工具的挖掘、
抢救与整理，其保护策略所依靠的遗产保护主

体也主要是政府与专家，而围绕这个保护重点

和保护主体所展开的保护计划也主要限于对

《更路簿》相关资料的搜集记录、整理归档与陈

列展示，包括建立全新的现代化展示空间如中

国南海博物馆等。
在中国，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动和

保护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比如国家文化部

规划建立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就

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非遗实践。 政府主

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存在以下两

个特点：一是以政府和专家为主体，遗产持有者

被动参与。 二是以博物馆为主的空间场所成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主要途径。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和其他许多机构都将遗产理解为生产过

去与未来的技术。 著名人类学迈克尔·罗兰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进一步认为，博物馆、档案、
收藏、仪式实践、展演和景观 ／场所都可以归入

这类技术范畴，这些技术将对过去的体验具体

化，使之超越个体与群体在日常需求中所依附

的分类体系，进而形成一种无可预测的遗产政

治③。 比如，《更路簿》的申遗与保护工作就完全

是一个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推行与实

践，在潭门地区，现如今《更路簿》已然成为当地

一张靓丽名片与象征符号，潭门地方政府竭力

通过《更路簿》来大做文章，企图建构一种新的

归属感和认同政治，并塑造一种集体记忆或者

说文化记忆的新形态，进而将《更路簿》从一种

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转变为一种经济资本和政

４５

①

②

③

张荣：“版本学视野下的《更路簿》研究”，《南海学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３２ 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由海南省琼海市补充申报的“南海航

道更路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英］迈克尔·罗兰著，汤芸、张原编译：《历史、物质性

与遗产：十四个人类学讲座》，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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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资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其实并非在

于对过去的记忆和怀念，相反是在于现在和将

来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遗产国家化之后

所体现的时代与社会价值，很可能正是国家所

试图引领的潮流和趋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规

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工作目标是

“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
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

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

发展。”也就是说，遗产国家化的目的除了抢救

和保护之外，还具有社会教育和教化的作用，
发挥着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①。 《更路簿》作为

风帆时代海南渔民远海航行实践的传统记忆，
在当下以机械动力为主的海洋航行作业中已经

没有太大实用价值，然而却并不影响它作为国

家遗产的现实意义，即建构渔民群体的国家认

同与维护国家的南海主权。 有调查分析显示，
官方是《更路簿》集体记忆重构的直接推动力②。
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对外宣传中，作为历史记忆

的《更路簿》的核心既不是有形的海洋空间与无

形的海洋体验，也不是渔民的海洋实践与文化

传统，而是一系列表征国家主权的叙事。 通过

将部分拥有《更路簿》的老渔民塑造成航海精神

的代表和国家主权的见证者，凸显出“主权在

我”的主题意义与价值，并将其整合到一个由政

府主导的全新的社会记忆框架之中，进而重塑

和强化渔民群体和社会大众的集体记忆与国家

认同。
从本质属性上来说，任何一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都是属于特定族群的独有历史记忆和集体

表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应该被视为一

种“谱系性记忆”和“族群性表述”，以强化某一

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③。 可是，在实际生活

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被纳入到国家话语体

系，就会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申遗成功

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被表述为某一地方、

某一民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遗产，尤其

是在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它经常会被作为一种认同的象征。 当前，
我们有关南海历史的许多记忆和话语表述都

是有选择性或被建构的产物，其目的是为将南

海塑造为国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并在社会大

众中普及一种关于南海的国家认同，而《更路

簿》的遗产化和国家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途

径。 然而与此同时，遗产化与国家化也逐渐造

成了《更路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民

间性与本真性的消失，破坏了《更路簿》作为地

方“家园遗产”的传承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
《更路簿》的传承其实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复合

影响，除了上述遗产化和国家化的影响之外，
也与渔民群体自身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形态变

迁密切相关，后者主要体现在生计方式以及现

代教育所带来的影响。 比如，历史上潭门渔民

对于《更路簿》的传承所依赖的背景主要是海

洋，海洋是渔民日常生产生活和接受教育的主

要场所，而当下年轻一代潭门渔民生产生活和

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已经从海洋转向了陆地，
这样一种空间转换势必会导致老年人与年轻

人之间出现记忆上断裂和认同上的差异，进而

影响到《更路簿》的有效传承。

三、重塑记忆与认同：《更路簿》的
保护与传承

　 　 哈布瓦赫在有关集体记忆的论述中曾经指

出，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

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但是个体只有通过

把自己置身于群体的位置才能够得以回忆④。

５５

①

②

③

④

魏爱棠著：《加礼的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 页。
刘玄宇、张争胜、牛姝雅：“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

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地理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第
２２８８ 页。

彭兆荣著：《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版，第 ６８ 页。
［法］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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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个体记忆有赖于集体记忆，缺少集体

记忆框架的支撑，个体记忆会很快在时间的迷

雾中散失。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路簿》是
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一种生活实践，是渔民在

与海洋互动过程中以及应对历史变迁过程中集

体创造的产物，是属于渔民的集体记忆，同时也

是渔民赖以建立与祖先和南海的连续感和认同

感的历史记忆，所以《更路簿》的传承根本上就

是渔民集体记忆的代际传递。 也因此，在《更路

簿》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作

为集体记忆的《更路簿》该如何传承，如何去修

复和弥合已经存在的集体记忆断裂问题，以及

如何重塑渔民群体对于历史、传统以及海洋的

集体认同。 具体到操作层面上，笔者以为应该

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３．１　 转变主体与自觉传承

现代遗产运动根本上就是以国家为主体承

担遗产保护与传承责任的实践。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中，明确指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工作原则是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
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这里

的“政府主导”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中谁是主体以及谁发挥主导作用的定位。 在

政府为主体的遗产实践过程中，政府通常会在

遗产原生主体之外建构一套权威的知识体系来

重新确认遗产的价值与意义，如此一来的结果

必然是强化政府主体在遗产表述及保护工作中

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作为遗产原生主体的地方

社区和遗产持有者群体在这场遗产运动战中的

地位则会被进一步边缘化。
在文本发掘最多的潭门地区，《更路簿》的

保护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潭门

地方政府与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针对《更路簿》
的抢救、搜集与整理。 《更路簿》的发掘与整理

工作主要是由琼海市政府及潭门镇政府牵头负

责，同时有海南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部分学

者参与。 目前，政府工作人员和学者通过对民

间珍藏的《更路簿》进行征集、购买、摄影和抄

写，共搜集和整理出了多达三十余种版本的《更
路簿》，并对其中内容进行了各种考据分析和翻

译①。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更路簿》的各种释义

分析主要都是在学者们通过对部分老渔民的访

谈基础上完成的，学者掌握了记忆重构和解释

的主动权，渔民自身则因为历史、语言、知识储

备等原因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 正因如

此，学者们针对《更路簿》的相关内容还存在很

大争议，比如《更路簿》诞生的时间、地点问题，
又比如《更路簿》中的“更”究竟是表示时间还

是里程或速度等，这些争议问题的存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更路簿》的本真性。 二是由潭门地

方政府主导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

示。 为了保护和宣传推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潭门名片的《更路簿》，潭门镇政府围

绕《更路簿》开展了许多工作，如参与建造中国

南海博物馆展示《更路簿》和相关海洋遗迹，又
如每年春季举办的大型“祭兄弟公出海仪式”，
再如组织针对潭门老船长的系列口述访谈等活

动。 不可否认，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保护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唤醒渔民集体记

忆与文化认同的作用，但这并非潭门地方政府

的最终目的，潭门镇政府的根本目的是想借助

这些非遗资源促进潭门地方旅游经济产业的发

展。 正如琼海市在一份《关于利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促进潭门地区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的调研报告》中指出的，开发海洋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和促进潭门旅游产业

的发展，具体来说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要以

非遗为中心，以活动经济为重点；第二步是打造

非遗的产业链，深入带动潭门海洋文化旅游产

业的发展。”②

在潭门的遗产保护工作过程中，我们可以

６５

①

②

刘义杰：“《更路簿》研究综述”，《南海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张荣：“版本学视野下的《更路簿》研究”，《南海学刊》，２０１７ 年

第 ２ 期；夏代云、夏代珉：“《更路簿》的研究现状与拓展空间”，《新
东方》，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参见：琼海市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关于利用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促进潭门地区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ｘｘｇｋ．ｈａｉｎａｎ．
ｇｏｖ．ｃｎ ／ ｑｈｘｘｇｋ ／ ｗｔｊ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２５＿２４０４９６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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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发现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是主体和主导，
渔民只是一种被动参与和配合，这样一种主客

倒置的遗产保护工作在本质上是有违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本真性、原生态的宗旨。 基

于本真性和原生态的保护理念，地方政府和专

家学者作为非原生的、超地方的保护主体，不应

是保护《更路簿》的主要责任人，他们理应与作

为遗产原生主体的潭门渔民及其村落社区形成

一种协同伙伴关系，一起为保护《更路簿》而行

动。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针对《更路

簿》所开展的一系列发掘、抢救和整理工作，其
目的不能只限于记录、保存、展示和学术研究，
他们更多应该做的是为潭门渔民和社区自身的

遗产实践活动提供包括智力、资金和技术等多

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比如，为潭门渔民提供场

地和资金，让渔民自己发动和组织祭拜海神兄

弟公仪式，激发渔民自觉行动的潜力；又比如，
鼓励渔民延续《更路簿》中的传统线路，继续开

展西南沙远海作业生产，并为渔民提供技术和

安全上的保障，让渔民在实践中自觉记忆和传

承《更路簿》。 简单来说，也就是地方政府和专

家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应

该扮演一种文化赋权者和促进者的角色，支持

遗产持有者群体和地方社区自觉传承自己的传

统和文化。
３．２　 从静态展示到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历史

记忆，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从根本上来

说就是族群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 然而，当前

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于关注其制

度和形式，忽略了历史记忆的动态传承。 另外，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强调的“活态文化”保护

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深入人心，因此民

俗文化和传统更多只是被当做“物”来加以保

护。 在实际的遗产保护中，现代博物馆式的搜

集整理陈列展示活动成了主流，现代化的公共

文化空间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依

托。 魏爱棠认为，真正的“原生态”遗产保护不

应是“活化石”式的保护，也不应是“博物馆式”

的保护，而应把遗产当做其原生主体活生生的

日常生活表达，在尊重遗产多种“真实性”样态

的基础上，以遗产原生主体为焦点，透过一个遗

产研究、保护与展示的实践过程，去培育被忽略

的遗产原生主体的尊严与认知，去弥合遗产原

生主体记忆社区的裂痕，并建构一个适合于多

元“真实性”表述的遗产认同①。
具体到《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我们

不能仅将《更路簿》束之高阁于博物馆和展览馆

中进行保护性传承以及将其用于宣传教育，相
反我们要重视的应该是围绕《更路簿》所形成的

一系列历史记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践性

传承。 过去，即使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

名头以及政府推动，渔民依然会在现实生产生

活中传承属于自己的这份独特的记忆遗产，比
如很小就开始训练儿童的潜水本领，并跟随父

辈长期出海历练等。 身处一个真实的海洋空间

中进行学习和实践，渔民自然可以实现历史记

忆的传承。 反观当下，年轻人愿意出海的越来

越少，在这样一种现实处境下，即使有一套完整

的传承制度（如传承人、博物馆等）进行保障，与
《更路簿》相关的一系列南海历史记忆和文化遗

产势必还是会逐渐消失和失传，从而使得《更路

簿》变为一种停留在博物馆里的死遗产。 不仅

如此，在社会快速变迁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式的

静态展示以及传承人的个体传承制度还会造成

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普通渔民与传承人之间

出现集体记忆和认同的断裂。 也就是说，如果

缺乏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集体记忆框架的支

撑，那么年轻一代渔民很难深刻理解和体会老

一辈渔民对于文化遗产的历史记忆以及传承人

的个体记忆，也就很难形成对于《更路簿》等民

俗文化传统的认同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社区和民众活生生

的生活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应该

是确保其生命力，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

延续并不在于政府和学者抢救和记录了多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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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爱棠著：《加礼的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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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记忆，而在于遗产持有者群体及地方社区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保持对遗产的认同感与延续

感，以及能否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继续珍视和实

践他们祖先的遗产①。 以潭门渔民联帮出海的

传统为例，联帮出海是潭门渔民特有的一种远

海作业模式，它是指渔民每次出海作业时以船

队联帮的形式出海，潭门渔民俗称为“船帮”，也
叫联帮制。 每个船帮的船只数量一般在 ５～９ 艘

之间，每艘渔船上的渔民人数在 １０ ～ ２０ 之间不

等。 每次出海之前，众人会从联帮船队中挑选

一位人气声望较高且经验丰富的船长担任帮

主，帮主于每次出海前召集每艘渔船的船长开

会商议出海事宜，其中一个重要事情就是船员

的招募问题。 通常来说，每艘渔船的船员招募

工作都是由船长负责，船长在招募船员时首先

是从家族内部开始招募，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以及具有姻亲关系的

亲戚，其次才会从家族以外招募成员。 这样一

种招募成员的规则和方式在潭门社会中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 风帆时代，潭门渔民每次出海

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这种长时间的远

航作业要求船队成员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高度

团结合作的意识，如此才能有效完成生产作业

以及应对在海面上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所以

从家族内部招募船队成员就显得尤为必要。 总

而言之，联帮出海的生产模式是传统时代潭门

渔业社会组织的核心以及渔民进行海洋渔业生

产的重要保障，是联系潭门渔民日常生活的重

要纽带②。 因此，从活态传承的角度来说，我们

应该鼓励渔民恢复传统的海洋生产模式并支持

渔民多出海出远海，通过海洋空间的建构与实

践赋予渔民集体记忆以更加鲜活的生命力，让
渔民尤其是年轻一代渔民在真实的日常生产生

活场景中理解和保护这份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如此才能更好地传承《更路簿》以及由《更路

簿》所承载的诸多历史记忆和传统。
３．３　 重建记忆社区与遗产认同

集体记忆的维持和再现通常需要依靠一个

群体内部的关系网络，通过这个关系网络，我们

不仅可以回忆过去，还可以反思和重构集体记

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群体认同。 人类

学家卡特尔（Ｍ．Ｇ．Ｃａｔｔｅｌｌ）和克里莫（ Ｊ．Ｊ．Ｃｌｉｍｏ）
将这个汇聚了丰富互动记忆的群体关系网络称

之为“记忆社区”（ｍｅｍｏ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在卡特

尔和克里莫看来，“记忆社区”是一个客观的群

体存在，也是一个充满深刻情感认同体验的人

群互动网络，群体成员共享的集体记忆和共同

经验的生活实践构成“记忆社区”情感认同的强

大纽带。 透过“共同的实践”与“共同的记忆”，
群体成员得以与过去和彼此重新建立联系，从
而使个体认同在不断建构集体记忆的过程中转

化为群体认同③。 不同于以往非物质文化遗产

实践对个体、技艺保护等的关注，“记忆社区”强
调的是一种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 这种整体性

视角不仅体现在“记忆社区”重视共时结构中遗

产认同多元表述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记忆社

区”关注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传承视为群体成员在其所处社会历

史情境中实现集体记忆再生产的过程。 “记忆

社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操作概念，它强调

将保护的焦点放在遗产持有者群体认同的弥合

上，以遗产持有者群体整体性网络建设取代个

别性的传承人保护，以保护作为现在生活方式

的遗产概念来取代保护作为过去遗留物的遗产

概念，以为未来重建“记忆社区”来取代为现在

抢救传统技艺④。
从潭门渔民的历史和传统来看，作为集体

记忆的《更路簿》是嵌入在一张文化网络当中

的。 在这张由渔民编制而成并以时间和空间

为轴的文化网络里，包含着生产、贸易、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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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魏爱棠著：《加礼的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

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７４ 页。
王利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海洋生计与文化适应———

以海南潭门渔民为例”，《南海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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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泉州提线木偶戏的遗产认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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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族群等众多结构性要素。 因此，对于潭

门渔民而言，《更路簿》并非仅是一本航海指南

书或一项本领，它还关乎道德、经验、宗教、亲
属关系等诸多内容，所以未来对《更路簿》的保

护，应以《更路簿》所代表的海洋文化遗产为主

线，制定出一个包含渔民生产生活、宗教信仰、
海洋景观、族群互动等多方面内容的遗产保护

制度，重建一个属于潭门渔民的记忆社区。 从

现实来看，我们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工作。
一是改变传承人个体传承的单一模式。 当

前，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有一个很

大的误区，那就是将遗产的传承当作是个体之

间的记忆传递过程，传承人制度的设立和实践

就是一个很好说明。 在潭门，当选《更路簿》传

承人的主要有苏承芬、卢家炳、王书保、黄庆河

等人，其中王书保是全国第五批非遗传承人，也
是潭门地区唯一一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王书

保等传承人是潭门老一辈渔民的代表，他们的

海洋经验、技艺和能力在潭门社会中具有较高

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但是要想通过对这

若干个传承人的保护来实现对作为群体性技艺

和实践的《更路簿》的保护和传承显然是有很大

困难的。 个体是集体的成员，个体的历史记忆

首先应该是他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记忆，而个

体记忆的传承也应该置于集体记忆的框架内并

通过与集体成员的互动才可能实现，所以对于

《更路簿》的保护和传承尤其要注重对潭门渔民

集体记忆的挖掘和整理。 二是弥合集体记忆的

断裂与重塑遗产认同。 对于遗产持有者群体来

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大危机并不是传

统的流失，而是集体记忆和认同的断裂。 当前

在《更路簿》的传承工作中，我们需要注意老年

人与年轻人之间的记忆断裂和认同问题，以及

传承人与非传承人之间的认同问题，尤其是要

想方设法鼓励年轻人多出海实践，让年轻人在

现实生活中去感受、体验和理解老一辈渔民对

于海洋家园的情感、对于海洋遗产的记忆，建构

出一种新老渔民对海洋遗产集体认同的情感基

础，进而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保护和传承祖先遗

产的责任与义务，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三是记

忆空间的保护与重建。 集体记忆的形成需要依

托一定的场所或空间，这些记忆场所或空间构

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最重要的背景

性环境。 对于潭门渔民而言，记忆场所或空间

可以是家庭和村落社区，可以是庙宇和祠堂，还
可以是渔船、大海和岛屿，它们是渔民日常生产

生活和互动的场所，是遗产诞生的背景，也是凝

聚记忆的媒介。 因此，在重建记忆社区的过程

中，需要对这些承载了历史、记忆和情感的场所

进行保护，必要时还应重建部分记忆场所，如庙

宇、祠堂等，让渔民在这些场所或空间中追溯、
重温和再建遗产记忆与认同。

四、结　 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全新的社会文化实

践。 在这场运动式的遗产实践中，政府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透过政府主体的遗产保护行动，遗
产变成一个被赋予了时代的、政治的、权力的、
经济的、历史的多种价值的社会再生产的产品，
成为国家的一种公共文化和公共资源，具有了

国家象征的意义。 在本文的研究案例中，南海

《更路簿》在经历了一系列遗产技术的改造和遗

产国家化以后，逐渐变成一种主张国家海洋历

史性权利的社会记忆和认同政治的符号象征，
《更路簿》所承载的海洋情怀、历史记忆和集体

认同面临消失的危险。
南海《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长期的海洋实

践过程中产生的一项文化遗产，属于渔民的集

体记忆，具有文化整体性的特征。 当前，对于

《更路簿》的保护与传承必须要置于当地民众和

村落社区的整体关系网络中，围绕《更路簿》诞
生的文化空间进行一系列的保护，任何依靠个

人传承和单一元素保护的做法都难以维系渔民

对于遗产的认同感和文化连续性，会使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更路簿》失去最根本的生命

力，而依靠政府和专家学者作为主体的遗产保

护与改造更是有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 因

此，今后《更路簿》的保护与传承应充分发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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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主体性，为渔民重建一个包含多元表述的

记忆社区，赋予渔民集体记忆更加鲜活的生命

力，让渔民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和海洋实践中自

觉传承《更路簿》。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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